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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从文学到经学 

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 

将近三千年的传承与研究，使诗经学成为一个历史积 

淀极为深厚的学术领域。同时，伴随现代科技进步不断更 

新的学术资料电子化与资料检索、收集方式的 日新月异， 

传统的研究方法与思路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与其他的传 

统学科相似，进入诗经学领域，每一位研究者都要面对来 

自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挑战：面对传统，我们如何推陈出新? 

面对电子化，如何彰显研究的价值?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出版的刘毓庆、郭万金先生的 从文学到经学——先秦 

两汉诗经学史论》或许会给人们带来新的思考与启发。 

刘毓庆先生的 诗经))研究，向以著述宏富、学风笃 

实而被人称道。他积数年之功，先后完成并出版了 《历代 

诗经著述考 (先秦一元代)》、《历代诗经著述考 (明代)》、 诗 

义稽考》等著作，这些基础的文献整理工作，为他进一步 

深入研究诗经学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早在 2001年，刘毓 

庆先生就出版了 《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通 

过清理、研究明代的诗经学著述，纠正了数百年来的学术 

偏见，恢复了明代诗经学研究在诗经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与 

价值。而这部由他与郭万金先生合作完成的 《从文学到经 

学一一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则从源头人手，探讨了 《诗 

经》由 “诗”而 “经”、由 “经”而至 “经学”的发展过程， 

梳理了先秦两汉诗经学发展演变的整体脉络，分析了 诗经》 

由文学走向经学的政治、文化和学术动因。 

从该书第一节 “宣王中兴与 《涛》的第一次结集”，至 

最后一节 “郑玄 《诗 学与 毛诗 霸权的确立”，时间跨 

度超过千年，历经周秦、两汉。面对跨度如此之大的研究 

对象，作者举重若轻，以 “两周礼乐制度下的 诗 学发 

生”、“战国争鸣中的 ((诗》学传播与诠释学的发生”、“秦 

汉皇权政治确立时期的 《诗*学与经术”作为卷标，鲜明 

地标示出了先秦两汉诗经学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不同特点。 

在分卷论述各个时段的发展状貌时，著者能够抓住最核心 

的问题，通通层层剥离与细化，把一个大问题化解为若干 

个具体而微的小问题加以讨论。随着这些小问题的一一解 

马银琴 

决，各个时段上诗经学发展的状貌也逐渐清晰，最终立体 

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如卷一题为“两周礼乐制度下的((诗 

学发生”。什么是 “ 诗 学发生”?这是一个 比较模糊的 

概念。我们首先要追问的是什么是 《诗》学?它如何发生? 

如作者所言 ：“当 诗》初成而传播于乐师之中的时候，一 

种对于 诗 的观念就开始形成了。这种观念携带着人们 

对于 《诗》的理解与诠释，随着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 

形态的演变而发生着变化，这就形成了 诗》学的历史。” 

(P25)Ⅸ诗 学既然是人们对 《诗 的理解与诠释，那么，(《诗》 

的结集便是第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诗 结集之后，随着 

社会文化形态的演变，人们对 ((诗))的观念也不断地发生 

着变化，“真正意义上的 《诗))学，便应该是从脱离乐的统 

治，以独立身份出现于社交活动——即春秋赋诗、引诗开 

始的。而 ‘赋诗’的前提，便是 ‘诗’作为文学的灵动性 

及无限的可比附性的发现。因而可以说，《诗》学史就是从 

‘诗’的文学本质的发现与把握开始的”(P25)。这一段话 ， 

既道明了春秋时代在 ((涛》学历史上所具有的发生学意义， 

也阐明了本书的基本立场，解释了著者把先秦两汉诗经学 

史定性为 “从文学到经学”的原因。在这个从文学到经学 

的过程中，孔门 《诗》学承担起了历史的使命。就这样 ， 

作者把 “《诗》学发生”这样一个比较模糊的命题，细化为 

“两周礼制与 《诗 的结集历程”、“春秋 诗》学及其变迁” 

以及 “孑L门 诗》学及其承启意义”三个比较具体的问题， 

通过对这三个具体问题的充分论证，使得最初看起来不可 

捉摸的 “ 诗》学发生”变成了一个能够被理解和把握的历 

史过程。 

大凡接触过先秦两汉诗经学的人都知道，先秦两汉诗 

经学，尤其是先秦诗经学研究，并不是建立在成熟完善的 

诗学著作基础之上的，像 《诗大序》这样比较系统的理论 

性阐释如凤毛麟角。更多的研究工作需要从搜集、整理和 

分析散见于各类文献中的 《诗 学资料开始。在资料的收 

集与整理方面，该书做了大量的工作，以表格的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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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的 “《诗经》异文表”、各类著作 “引 《诗》称 《诗》 

表”等是其最直观的体现。当然，在电脑技术相当发达、 

古籍电子化突飞猛进的今天，资料收集工作难度的降低以 

及工作量的弱化，也使其在整个学术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下 

降至研究基础的位置上。通过分析资料而表现出的识见与 

洞察力，则成为判断一位学者学术研究能力及其成果价值 

的重要标准。该书的多处议论都反映了作者见微知著的洞 

察力与理性分析能力。如卷一讨论春秋时代 诗》学变迁 

时，对世卿公族在文化传承中所发挥的作用的发掘 ：“卿大 

夫的世袭，并不仅仅是爵禄的继承，更主要的是文化承传” 

(P41)；卷二论述孟子的王道政治时，认为 “《诗》亡然后 春 

秋》作”的表述，“突出地体现了 《诗》与 《春秋》共同承 

载历史的文化功能与褒善贬恶的政治意义”(P136)。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于战国诸子争鸣时代反 诗 

学思潮下 《诗))学传授与流布的清理，通过梳理杂乱的历 

史资料，作者发现了 ((诗》学中心由三晋而至齐国稷下、 

由齐国稷下而移至燕国，又由燕国而楚之兰陵的转移之路， 

并且把这四大学术中心与汉代四家 《诗》的传承联系起来： 

“由战国先后兴起的四大学术中心造成的文化强势，直接影 

响到了汉代 诗》学流派文化区域的形成。⋯⋯接受三晋 

文化传承的学者，远祧子夏，于经义之中融人了历史的深沉。 

兴起于赵地的 《毛诗》即代表了三晋学术的作风，以阴阳 

家为主力的齐稷下学术中心，形成了以阴阳学说兼糅百家 

杂说的学术气氛，⋯⋯汉初兴起于齐地的经师，便接受了 

阴阳家与百家杂说的熏染，于经义的 ‘人学 ’之外兼并了 

‘天学’的内容。((齐诗》学便代表了这个地方的学术作风。 

燕国学术中心，是在齐晋两地学术的影响之下，由燕召王 

招贤而兴起，⋯⋯在文化上有着明显的依附性。晋地之古 

史学与齐地之阴阳学说的媾合，形成了燕地儒学的特点。 

韩诗》即可代表此地的学术作风。鲁国是孔子的故乡，自 

有其学传承，后又得大儒荀卿传经兰陵，⋯⋯苟卿之学杂 

帝王之术，将早期儒家的理想主义化为务实主义，不空谈 

道⋯⋯这也使鲁地儒学具有了为政治服务的基本素质。鲁 

地兴起的经学，便有了向政治中心靠拢的倾向，这就形成 

了今文家的作风⋯⋯”(P188)将区域文化的发展放在历史 

的时间链上加以分析，既理清了战国时代 《诗》学发展的 

基本脉络，同时也找到了汉代四家 《诗》之所以出现的历 

史文化根源。记得在扬州读书时，我的老师王小盾先生讲 

过“好学者”的标准。他认为一个好学者应该具有三种能力： 
一 是能够保持对于特定事物的长时间的思考，二是能够打 

破思维习惯而创新 自己，三是能够在充满矛盾的意见或现 

象中找到潜在的统一逻辑。该书作者对战国 《诗》学传授 

与流布这一问题的清理，便极好的表现了好学者能够透过 

纷繁复杂的现象寻找其内在统一性的能力。 

正如周勋初先生曾经说过的，诗经学是一个 “题无剩 

义”的领域，除了总结前人，能否推陈出新至关重要。在 

这个方面，该书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如卷一对《诗大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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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时代问题的重新考证，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当 

代的 《诗经》研究者大多未加考虑就接受了 (《诗大序》为 

汉儒所做的 “共识”，而该书作者基于深厚的学术积累与敏 

感的学术洞察力，抓住了 《诗大序》在作者、时代问题上 

存在的疑问，由历史上存在过子夏作序的说法人手，把子 

夏继承自占b世家的领悟能力与 诗大序》所言 “动天地， 

感鬼神”这种诗的神秘感受联系起来 ，肯定了子夏作序的 

看法。作者指出，“占 b者对于那些短歌残诗的理解，全在 
一 个 ‘悟’字，占 卜的神秘意义也就隐存那些 ‘短歌残诗’ 

中。于是 ‘悟’就成了沟通神灵的唯一手段，占辞成了传 

递神意的媒介”(P71)，“像 ‘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 

这样的感受和认识，人们都感到奇怪，平平常常的歌，怎 

么有可能 ‘动天地，感鬼神’?这是从何说起呢?但仔细 
一 想，这不正是对占辞的神秘认识在诗歌中的移植吗?如 

果没有 b氏家族对占辞 ‘会与鬼神情感联系起来的短歌残 

诗’神秘意义独有的感受做意识背景，我们很难想象一篇 

抒情诗，会与鬼神情感联系起来”(P73)。虽说没有切实的 

证据，但是，读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作者的观点不 

但新颖，而且富有说服力。程千帆先生曾说过用文献学不 

能解决的问题，可以用文艺学的方法解决。该书著者对 (《诗 

大序》由子夏所作一说的推论，使用的就是典型的文艺学 

方法，其中逻辑推导的力量让人不能不为之叹服。 

对于汉人 《诗》学的派系归属问题，作者也基于对 ((诗)) 

学传承状况的清晰了解与把握，突破了自清代以来形成的 

非韩、毛，即齐、鲁的四派分属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在武帝之前，《诗》学传播混乱无序，经师众多，各呈其 

说，派系未分。⋯⋯武帝之后 ，三家 诗》虽因政治上的 

合法化与权威化，将众多士子诱人其门，但毕竟因其官学化， 

不得不把民间的传经空间留给一些 《诗》学细流。因而我 

们从汉代文献到出土文献中，都发现了与四家 (《诗》不合 

的 Ⅸ诗经 文本与 《诗》学遗说。我们决不可将这些异文、 

异说，轻易地认作是四家 《诗》的别传”。据此分析，作者 

把 “元王诗”、汉初 “二贾”诗说、阜阳汉简 《诗经》、以 

及出现在 神乌赋》和东汉铜镜铭文中的 ((诗》句，统统 

从四家 《诗》中划出。“打破 ‘四家’定说，才有可能对汉 

代 诗》学作出较全面的价值评估”(P194)，作者的研究 

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汉代 ((诗》学传承的复杂性，也为 

更进一步清理汉代 诗*学的传承脉络奠定了基础。 

该著作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研究学术史的问 

题时，没有局限于具体的研究对象，在深入分析研究对象 

的特点时，能够注意到研究对象与时代、政治、思想、文 

化等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系，从而能够多角度地展现研究对 

象的存在形态及其形成原因。这一点在研究汉代四 《诗)) 

的传承与命运变迁时表现得尤其突出。作者不仅分析了不 

同 《诗》学派别、人物的诗学思想的基本特点，还十分注 

重对其价值取向的判定。作者在分析四家诗的分歧时，一 

个重要的观点是除了文本上的差异，“三家与 《毛诗))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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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诗的价值取向上。三家 诗 借 

助政治力量先后立于学官，其在 《诗》的价值取向上 ，也 

必然要大大地 向政治靠拢，为统治者提供 ‘治安策’，随而 

由民间学术演化为～种官方意识形态”(P201)，“而 《毛诗》 

作为一种民间学术，⋯⋯它与现实政治相对来说关系疏远， 

也不会受到现实政治的牵连，而是把 目标放在了致太平上， 

因而在神学思潮泛滥、意识形态宗教化、儒学神秘化的东 

汉时代，它能够保持理性，维护学术的独立 ，紧紧把握住 

传自先秦原始儒学的精神命脉”(P411)。通过与时代、政 

治、思想演变形态的关联，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解开四家 《诗》 

学术性格及其价值取向形成原因的钥匙，对 ((鲁诗》的严 

谨用世，((齐诗》的神秘怪异，《韩诗》的混合复杂，以及 毛 

诗 作为 “战国遗孤”的理性精神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 

而且在详细论述各家各派的诗学特点时，著者又时时表现 

出一种大局意识，善于把具体的历史事件纳入到长时段的 

历史过程中去揭示其意义。如由汉代 ((诗 学从 “略通大义” 

到 “明详章句”地变迁，指出其意义不只是对 诗 的研 

究由粗略到精细，更重要的是 “义理体系与解释体系的建 

立”。由此而言，《从文学到经学》就不只是一部罗列史料 

的诗经学史著作，它也是一部充溢着理论精神与价值的史 

论性著作 ，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当然，成就再高的学术著作，都不可能完美得无懈可 

击。尤其是在学术积累非常深厚的先秦两汉诗经学领域， 

诸多悬而未决、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都是每一位研究者绕 

不过去又极难翻越的大山。每一位研究者都试图解决难题， 

但在没有找到切实有力的证据之前，即使言之成理的立论 

充其量也只能被作为一家之言视之，不可能成为最后的定 

论，更不要说那些推论尚欠严密，还有可商榷之处的观点了。 

在该书中，也存在着一些可商榷的观点和论述。如著者在 

讨论 《诗小序》的时代问题时，忽略 小序》形成的历史 

累积性，而把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的作法就有失妥当， 

因而最后得出的 诗序》形成于战国孟子一派的说法也就 

缺少说服力。另外，该书名日 “从文学到经学”，未结集之 

前的诗 “传递的是先民心灵信息”，但在结集为 《诗》之后， 

是否还可以认定其 “本质是文学的”?进一步而言，把春 

秋时代 “赋诗”的前提认定为对 “诗’作为文学的灵动性 

及无限的可比附性的发现”，由此认为 “ 诗》学史是从 ‘诗’ 

的文学本质的发现与把握开始的”是否合适?⋯⋯诸如此 

类的 “问题”，书中还有～些。我之所以称它们为 “问题” 

而非问题，是因为这些 “问题”缘自于研究者不同的视角 

与立场，而并非因知识缺陷造成的硬伤。因此，对于本书 

而言，这些 “问题”的存在并不影响它的学术价值。恰恰 

相反，它们会成为启发和推动学术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的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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